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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时空

差异与时空演化研究

□吴飞美

[闽江学院　福州　350108]

[摘　要]    【目的/意义】 科技创新政策在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

技创新政策的效率直接影响到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水平。 【设计/方法】 运用三阶段数据

包络分析（DEA）方法，在剔除了环境因素影响后对2016～202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科技创新

政策效率进行了测算，再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DSA）方法对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值做

空间相关性分析。 【结论/发现】 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存在明显空间特征和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

区域之间呈现出东部高高集聚和西部低低集聚的两种集群，空间时空跃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空间分布格局不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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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STIPs）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ir efficiency directly
affect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gions. [Design/Methodology] This paper uses
the  three-stage  DEA  method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30  Chinese  provincial  STIPs  in  2016～2020  after
remov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n uses the EDSA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STIPs.  [Conclusions/Finding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TIPs  in  China  has  obviou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There  are  two  clusters  of  eastern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nd western Low-Low agglomeration. The spatial space-time transition shows strong spatial stability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not easy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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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创新是引领科技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各

个国家都加大了对创新的投入。科技创新政策决定

了科技进步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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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政策、有关实施细则的制定施行，促进了国家

创新政策体系的建设。我国形成了多层次、较为完

整的创新政策体系[1]。

自提出创新政策这一概念以来，创新政策就成

为创新领域的焦点。在科技创新政策效率评价方

面，大多数学者主要是基于国家或省际层面利用数

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科技创新政策效率进行

评价。目前许多文献在对科技创新效率进行评价

时，主要采用的是Charnes等[2]、Banker等[3]提出的

经典DEA方法。例如，李健等学者利用DEA方法对

京津冀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创新评价[4]。通过对

其投入产出的效率值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三地存在

资源分配不合理、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吴国栋

等通过DEA模型对广东省2006～2019年的科技创新

效率从时空演化特征、阶段、发展类型及动力机制

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5]。

传统DEA方法将决策单元视为处在相同的环境

中，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价结果

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弥补传统DEA方法的缺

陷，结合Tobit回归模型[6]的两阶段DEA模型应运而

生。刘凤朝等应用改进的两阶段网络DEA模型对东

北三省五个典型高技术制造产业创新效率的变动趋

势进行分析，发现东北三省的两阶段效率变化呈离

散化态势[7]。傅春等运用Tobit模型对中部地区科技

创新活动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虽然近十年技术研发

效率逐年递增，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可以将科技资

源因地制宜的配置来进一步提升效率[8]。

近年来，DEA模型得到不断补充和改进，Fried
等提出了三阶段DEA的方法，该方法有效剥离了环

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更能反映出各个决策单

元真实的效率水平[9]。随着三阶段DEA方法不断发

展成熟，许多学者将其应用到实际领域当中。

张振扬等为了剔除环境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

率的影响，采用三阶段DEA模型进行评价，研究表

明当前我国各省市间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效率仍

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10]。王飞航等在运用三阶段

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西部地区30个国家级

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时，发现环境因素

对创新投入的松弛变量影响很大[11]。

根据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一个地区的创新效率

水平，必然会受到当地的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等环

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根据我国目前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应具有在特定地区聚

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即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具有

空间依赖性（或称空间自相关）的特征。针对区域

差异问题，João等研究了区域创新体系对欧洲旅游

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业劳动密集型地区的

生产效率水平较低，而教育、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

水平较高的地区的旅游业总附加值对于该地区经济

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12]。Ramajo等对1995～2007年
9个欧洲国家的区域技术效率进行了空间相关性研

究，研究发现欧盟区域形成了两个空间集群，高高

型集聚类型主要分布在奥地利和德国，低低型集聚

类型主要分布在法国和意大利[13]。Zhang等使用空

间自回归模型检验技术创新对中国创新城市生态效

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城市技术创新对于提高城

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城市[14]。田相辉等将

结构效应融合到空间计量模型，对创新活动的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区域结

构、行业结构和创新投入结构在知识溢出过程中存

在显著的空间效应[15]。原毅军等基于我国2007～
2016年31个分省面板数据发现我国的区域创新效率

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为实现通过产业

协同集聚的空间结构调整推动区域创新发展提供新

的政策方向[16]。薛永刚基于ESDA方法分析了广东

省区域创新系统空间特征和空间相关性，实证结果

表明空间相关性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7]。

王彩明等结合DEA-SBM模型和熵权法对2005～
2015年中国区域绿色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价以及空间

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创新绩效水平

发展缓慢且呈周期性波动，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的

集聚形式[18]。赵巧芝等利用网络DEA模型对制造业

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了其中存在创新效

率空间相关、区域差异及收敛性[19]。目前国内对于

创新领域的空间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效率方

面，鲜有文献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的空间相关

性方面展开过研究。在对创新效率做空间相关性研

究时，通常采用传统DEA方法来测算效率，未考虑

到环境与随机误差等因素可能对测算结果产出偏

差。我国幅员辽阔，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受到区域内

产业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

响，而以往关于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的研究忽略了地

理因素。

综上所述，本文将以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为

切入点，首先运用三阶段DEA方法，有效解决了传

统DEA方法没有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缺陷，

更加准确地测算出中国各个省份的科技创新政策效

率值，并对不同地区与省份之间的静态与动态差异

进行了对比分析，形成了一套更加科学的科技创新

政策效率评估体系。再利用ESDA方法对区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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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效率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

自相关分析，研究我国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

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以及时空动态演化特征。从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各地域之间在空间结

构上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将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模型应用在科技创新政策效率领域，丰富了科技创

新政策效率的研究内容，也丰富了空间计量经济学

模型的应用领域，从空间的视角挖掘科技创新政策

效率的变化机理。

 一、研究方法、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 三阶段DEA方法

第一阶段：利用传统的DEA方法来测算效率

值。传统的DEA模型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

型，而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可以选择投入导向

的DEA模型或产出导向的DEA模型。本文将选择投

入导向的BCC（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具体如下：

min{ θ−ε(êT S −+ eT S +)}

s.t.



n∑
j=1

X jλ j+S − = θX0

n∑
j=1

Y jλ j−S + = Y0

λ j ⩾ 0,S −,S + ⩾ 0 ( j = 1,2, · · · ,n)

(1)

ê = (1,1, · · · ,1) ∈ Em

et ∈ Es λi S +

S − X，Y

其中， θ表示决策单元得到有效值，ε是非阿基

米德无穷小量，其中， ，而

； 为各决策单元的权重乘数； 是投入松弛

变量； 是产出松弛变量， 分别是投入、产

出向量。

第二阶段：构建相似SFA模型。Fried等认为第

一阶段的投入松弛变量受到了管理无效率、环境因

素和随机误差这三项因素的影响[9]。因此，在第二

阶段选择投入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变

量为解释变量构建SFA模型：

S nk = β
nzk + vnk +unk,k = 1,2, · · · ,k；n =1,2， · · · ,N；

(2)
S nk

βnzk

vnk

unk

vnk +unk vnk

unk

上述方程中，用 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在第

n种投入上的松弛变量，第一项 代表投入松弛变

量中环境变量的影响， 表示投入松弛变量中随机

干扰项， 为投入松弛变量中管理因素，因此

可以视为综合干扰项。其中， 服从正态分

布， 服从截断正态分布。

SFA回归的目的是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

效率测度的影响，以便将所有决策单元调整于相同

的外部环境中。调整公式如下：

XA
ni = Xni+ [max( f (Zi; β̂n))− f (Zi; β̂n)]+ [max(νni)− νni]

i = 1,2, · · · , I;n = 1,2, · · · ,N (3)

XA
ni Xni

[max( f (Zi; β̂n))− f (Zi; β̂n)]

[max(νni)− νni]

其中， 是调整后的投入； 是调整前的投

入； 是对外部环境因素进行

调整； 是将所有决策单元置于相同运

气水平下。

第三阶段：调整后的DEA模型。将经过第二阶

段调整过后的投入变量数据代替原始的投入变量数

据再次利用BCC模型进行测算，由于投入变量剔除

了环境因素的干扰，因此得到的效率值更能反映各

个决策单元真实的效率水平。

2.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一般用来分析区域整体的

关联程度，常用Moran’s I指数对空间自相关进行测

量，其计算方法表示为：

I =

n∑
i=1

n∑
j,1

Wi j(Yi− Ȳ)(Yi− Ȳ)

S 2

n∑
i=1

n∑
j,1

Wi j

(4)

S 2 =
1
n

n∑
i = 1

(Yi− Ȳ)2 Ȳ =
1
n

n∑
i = 1

Yi n

Yi i

Wi j i

j Wi j i j Wi j

其中， ， ； 表示

观测区域的个数， 是现象属性值在区域单元 上的

观测值， 表示空间权重Rook矩阵，当区域 与

相邻时， 为1，当区域 与 不相邻时， 为0。
Moran’s I指数的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Moran’s
I越趋向于1，表明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相似区域

的集聚度就越高；Moran’s I越趋向于−1，表明存在

负的空间相关性，效率相似区域的分散性就越大。

3. 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

局部空间自相关可以分析每个区域与邻近区域

的空间关联程度和空间差异性，局部Moran’s I指数

计算公式表示为：

Ii(d) =
1
S2

(Yi− Ȳ)
n∑

j,1

Wi j(Yi− Ȳ) (5)

局部空间自相关通常用Moran散点图来表示，

在本文中，横轴表示标准化之后的科技创新政策效

率值，纵坐标表示相应的空间滞后值。Moran散点

图将整个空间分为四个象限，因此将科技创新政策

效率的空间集聚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象限：高

高集聚类型(High-High，HH)，即高科技创新政策

效率省份被高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省份所包围；第二

象限：低高集聚类型(Low-High，LH)，即低科技

创新政策效率省份被高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省份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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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

围；第三象限：低低集聚类型(Low-Low，LL),即低

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省份被低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省份

所包围；第四象限：高低集聚类型(High-Low，

HL)，即高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省份被低科技创新政

策效率省份所包围。当 为正时，表示该省份周围

是HH或LL的空间集聚形式，当 为负时，表示该省

份周围是LH或HL的空间集聚形式。

 （二）评价指标的选择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根据评

价指标的科学性、简明性、实用性、可比性和系统

性等原则，选择出合适的投入、产出和环境变量。

投入指标：人力投入、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是

投入产出系统中三种基本的投入，科技创新政策效

率虽然是一个多要素投入、多产出的复杂系统，但

总的来说也离不开这三种基本的投入。对于科技创

新政策效率而言，其投入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衡

量。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与R&D投入相关的一些

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科技创新重视与投

入程度。R&D人员全时当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研

发活动中劳动力的投入情况，R&D经费内部支出

则反映对于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而研究与开发机

构数可以表示整体基础研究和研究开发的发展规模

大小，这三个指标可以体现区域对于科技创新政策

的重视程度以及实施情况。因此，可以选择

R&D人员全时当量作为人力投入变量，R&D经费

内部支出作为财力投入变量，研究与开发机构数作

为物力投入变量。

产出指标：选择专利授权数与技术市场成交额

作为产出指标。专利可以反映技术和发明者的投入

转化成果，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一个地区的创新能

力和水平，由于专利申请量到最后不一定能批准，

选择专利申请量可能会夸大科技创新政策效率产

出，所以选择专利授权量来衡量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效率产出较为科学，专利授权量可以反映各地区对

于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等方面的政策效

果。而技术市场成交额可以反映创新成果被投入到

商业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够体现创新成果

的商业价值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实施效果。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是指会对科技创新政策效

率产生影响，但是系统又无法控制的一些外部环境

因素，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

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在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更有利于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对于科

技创新政策的投入也会更多。本文选择人均GDP来
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2. 人口素质：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越高，会提

高总体劳动生产效率，对于研究与开发活动可提供

的人才也越多，为地区创新活动所需的人才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补充。本文选择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

均在校生数来衡量各地区的人口素质。

3. 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能够为创新活动提

供必需的物质、交通、信息等支撑条件，所以基础

设施建设越完善，就越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发生。本

文选择公共交通客运总量来衡量各个地区的基础设

施的发展水平。

 （三）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16～2020年《中国

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由于台湾

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西藏自治

区数据不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的其余30个
省、市、自治区。另外，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

划分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部

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其中东部

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

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

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

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

龙江。

 二、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结果分析

 （一）第一阶段DEA结果分析

在DEA的第一阶段，使用Deap2.1软件，对

2016～202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创新

政策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分

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从总体来说，2016～2020
年科技创新政策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73，纯技术

效率平均值为0.819，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947，平

均规模效率大于平均纯技术效率，所以技术效率低

下是纯技术效率不高所导致的。

在不考虑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北京市和浙江省在这五年中一直处于综合效率的前

沿面上，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都

为1，其他省市在这五年间则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纯

技术效率无效或规模效率无效。从地区比较来看，

东部地区技术效率值排名最高，西部地区排名第

二，东北部地区排名第三，中部地区排名最后，这

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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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省等技术效率值

排名在全国前列，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河北

省、山东省和海南省等排名处在中间位置甚至相对

靠后，这可能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悖，所

以我们考虑这种偏差可能是因为传统DEA方法没有

考虑各个地方的环境因素差异和随机误差因素干扰。

 （二）第二阶段SFA回归分析

将第一阶段使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数、R&D
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这三个投入变

量的松弛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经济环境、人口素

质和基础设施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SFA回归模型，

利用Frontier4.1软件进行计算，结果如下表2所示。
 

表 2    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
 

变量
R&D经费
内部支出

R&D人员
全时当量

研究与开
发机构数

常数项 –138.000 000 0 –16 300.000 000 0 0.686 000 0
经济环境 13.000 000 0 1 430.000 000 0 –0.244 000 0
人口素质 –0.020 400 0 –2.070 0000 0.000 016 1
基础设施 0.000 481 0 0.059 700 0 –0.000 001 0
σ2 63 300.000 000 0 1 140 000 000.000 000 0 1 660.000 000 0
γ 1.000 000 0 1.000 000 0 1.000 000 0

LRtestoftheone
-sidederror 10.600 000 0 10.900 000 0 21.300 000 0

 

1. 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对研究与开发机构数回

归系数为负，对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

时当量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经济环境越好，会使研

究与开发机构管理体制变得更为完善，即取消某些

不必要的机构，并促使机构与机构之间进行合并协

同发展，减少研究与发展机构的数量，因此会降低

研究与开发机构数的投入冗余。但是经济水平的提

高可能会促进各种要素的盲目投入，造成投入浪

费，所以会使得R&D经费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

投入冗余。

2. 人口素质。人口素质对R&D经费内部支出

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对研究与

开发机构回归系数为正。这表明人口素质越高，可

以为研究与开发机构提供充足的高素质人才，因此

会减少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内部支出的

投入冗余。然而从事研发工作的人数越多，需要建

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就越多，所以会增加研究与开发

机构的投入冗余。

3.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对R&D经费内部支出

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对研究与

开发机构数的回归系数为负。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经济越发达，则需要更多的

人从事高科技研发的工作，因此R&D经费内部支

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投入冗余不可避免地会

增加。而完善的基础设施让交通更加便捷、便利，

便于集中研究，也会适当减少研究与开发机构的设

立，减少投入冗余。

 （三）第三阶段DEA结果分析

将经过第二阶段调整的投入变量与原始的产出

变量再次利用Deap2.1软件进行测算，计算结果如

下表3所示。

由表3可知，调整后，2016～2020年全国科技

创新政策技术效率均值下降为0.648，纯技术效率

均值上升为0.842，规模效率均值下降为0.767，可

见制约综合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也由之前的纯

技术效率变为规模效率。对比各省市可知，北京市

和浙江省这五年间依然处于综合技术效率前沿面

上，而江苏省则退出了效率前沿面，除了山东省和

广东省两个省份综合技术效率值小幅度上升，其他

省、市、自治区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下降，青海省和贵州省等在第一阶段综合技术效

表 1    2016～202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科技创新政策第一阶段平均效率值

地区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地区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北京市 1 1 1 河南省 0.613 0.617 0.993
天津市 0.981 1 0.981 湖北省 0.823 0.862 0.954
河北省 0.611 0.62 0.984 湖南省 0.507 0.511 0.992
山西省 0.483 0.493 0.98 广东省 0.939 0.996 0.943

内蒙古自治区 0.418 0.453 0.898 广西壮族自治区 0.711 0.733 0.968
辽宁省 0.733 0.737 0.992 海南省 0.612 0.894 0.681
吉林省 0.674 0.728 0.926 重庆市 0.847 0.984 0.858

黑龙江省 0.77 0.806 0.952 四川省 0.844 0.859 0.982
上海市 0.756 0.779 0.969 贵州省 0.914 0.936 0.974
江苏省 0.975 0.976 0.999 云南省 0.578 0.582 0.993
浙江省 1 1 1 陕西省 0.926 0.954 0.97
安徽省 0.761 0.763 0.997 甘肃省 0.839 0.886 0.94
福建省 0.867 0.87 0.996 青海省 0.973 1 0.973
江西省 0.927 0.933 0.993 宁夏回族自治区 0.615 1 0.615
山东省 0.629 0.638 0.98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879 0.943 0.929

东部地区 0.837 0.877 0.954 中部地区 0.686 0.697 0.985
西部地区 0.784 0.856 0.918 东北地区 0.726 0.757 0.957
全国平均 0.773 0.819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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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值排名相对靠前的西部省份降幅明显。海南省、

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综合技术效率值甚至都

降到0.4以下，可见其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十分低

下，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地方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当

地的企业以及研发机构数量少，所以产出不高，进

而效率值低。从四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排名最

高，中部地区上升到第二位，东北地区排名第三，

西部地区排名最后，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控

制了环境因素后，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更为贴近

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更符合客观

实际。与第一阶段相比，北京市、浙江省和青海省

这三个省市的科技创新政策的纯技术效率仍然处于

效率前沿面上，除了天津市的纯技术效率值下降

外，其他省份的纯技术效率值都有所上升，说明综

合技术效率低是因为受到规模因素的影响，而不是

技术管理水平低。第三阶段的北京市和浙江省的规

模效率值仍然为1，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规模效

率值都出现了下降，说明目前应该着力于如何提升

科技创新政策规模效率。

 三、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空间差异及

时空演化分析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Opengeoda软件对2016～2020年各省、

市、自治区第三阶段的科技创新政策技术效率的全

局Moran’s I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对其显著性进行了

检验，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2016～2020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效

率的全局Moran’s I指数在0.187 1~0.320 9之间，这

表明各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的分布

格局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着正向的空间聚集性，

即科技创新政策效率较高省、市、自治区的相邻省

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也较高，而效率较低省、市、

自治区的相邻省、市、自治区的效率值也较低。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Moran’s I 指数只能检验在空间整体上科

技创新政策效率值是否存在集聚或分散的情况，却

无法反映区域内局部的空间特征，无法具体得到集

聚是哪些省份，Moran散点图可以测量区域与其周

围邻近地区的关系，因此采用Moran散点图来描绘

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的局部空间相关性。选择2016年
和2020年的Moran散点图如图1、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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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Moran散点图

表 3    2016～202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科技创新政策第三阶段平均效率值

地区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地区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北京市 1 1 1 河南省 0.588 0.646 0.907
天津市 0.874 0.972 0.897 湖北省 0.843 0.911 0.925
河北省 0.565 0.664 0.842 湖南省 0.507 0.574 0.882
山西省 0.368 0.589 0.621 广东省 0.947 0.996 0.951

内蒙古自治区 0.307 0.72 0.411 广西壮族自治区 0.541 0.768 0.701
辽宁省 0.715 0.777 0.902 海南省 0.211 0.881 0.237
吉林省 0.456 0.74 0.598 重庆市 0.765 0.981 0.778

黑龙江省 0.558 0.779 0.716 四川省 0.858 0.893 0.961
上海市 0.749 0.794 0.94 贵州省 0.725 0.987 0.735
江苏省 0.955 0.967 0.988 云南省 0.457 0.665 0.685
浙江省 1 1 1 陕西省 0.857 0.955 0.897
安徽省 0.729 0.781 0.933 甘肃省 0.551 0.854 0.637
福建省 0.831 0.886 0.935 青海省 0.265 1 0.265
江西省 0.805 0.918 0.875 宁夏回族自治区 0.279 0.96 0.285
山东省 0.633 0.647 0.97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509 0.958 0.53

东部地区 0.777 0.881 0.878 中部地区 0.640 0.737 0.857
西部地区 0.556 0.886 0.626 东北地区 0.576 0.765 0.739
全国平均 0.648 0.842 0.767

表 4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全局

Moran’s I指数

年份 Moran’s I P-value
2016 0.312 2 0.006
2017 0.320 9 0.005
2018 0.252 8 0.010
2019 0.213 6 0.028
2020 0.187 1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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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我国3 0个省、市、自治区在

2016年位于第一象限的有11个，位于第二象限的有

6个，位于第三象限的有10个，位于第四象限的有

3个。说明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存在正向的空间

相关性，空间分布格局存在一定的变迁。而图2中
2020年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没有显著的空间聚集

特征。另外，计算2016～2020年我国各省、市、自

治区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空间集聚类型如表5所示。
 

表 5    各省、市、自治区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空间集聚形式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市 H-H H-L H-H H-H H-H
天津市 H-H H-H H-H H-H H-H
河北省 L-L L-L L-H H-H H-H
山西省 L-L L-L L-L L-L L-L

内蒙古自治区 L-L L-L L-L L-L L-L
辽宁省 L-L L-L L-L H-L H-L
吉林省 L-L L-L L-L L-L L-L

黑龙江省 L-L L-L L-L L-L L-L
上海市 H-H H-H H-H H-H H-H
江苏省 H-H H-H H-H H-H H-H
浙江省 H-H H-H H-H H-H H-H
安徽省 H-H H-H H-H H-H L-H
福建省 H-H H-H H-H H-H H-H
江西省 H-H H-H H-H H-H H-H
山东省 L-H H-H H-H L-H H-H
河南省 L-L L-H H-H H-H L-H
湖北省 H-H H-H H-H H-H H-H
湖南省 L-H L-H L-H L-H L-H
广东省 H-L H-H H-H H-H H-L

广西壮族自治区 L-H L-L L-H L-L L-H
海南省 L-H L-L L-L L-H L-H
重庆市 H-H H-H L-H H-H L-H
四川省 H-L H-L H-L H-L H-L
贵州省 H-H L-H L-L H-L H-L
云南省 L-H L-L L-L L-H L-H
陕西省 H-L H-L H-L H-L H-L
甘肃省 L-L L-L L-L L-L L-L
青海省 L-H L-L L-L L-L L-L

宁夏回族自治区 L-L L-L L-L L-L L-L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L-L L-L L-L L-L L-L

 

由表5可知，较多的省市在观测期间都属于

HH或LL集聚类型。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北省这五年间都属于

HH集聚形式，这些省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吉

林省、黑龙江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这五年

间都属于LL集聚，这些省和自治区集中在东北和

西部地区。对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经济发

展水平滞后，各类型创新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再加

上周边地区的创新发展环境同样欠佳，缺乏像东部

地区那样的强势创新资源引入和整合能力，导致科

技创新政策效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中部很多地区在

四种集聚类型中跃迁，这表明中部地区在地理上的

优势有利于各类型科技创新政策资源与东部各省、

市、自治区之间充分流动，从而带动了地区发展，

提升了区域内整体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四川省和陕

西省在这五年间都属于HL类型，四川省在西南地

区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领头羊的位置，成都市近几

年在新一线城市排名中稳居第一，而陕西省是我国

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拥有众多的“985”和

“211”高校，为陕西的创新活动提供了人才储

备，虽然它们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政策效率不高，

但是它们自身拥有的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密集的

科技创新政策投入，对创新资源具有“虹吸效

应”，所以产生了负的空间效应。

 （三）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效率时空演化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空间分

布的动态演化特征，本文借助Rey等[20]提出的时空

转换测度来刻画Moran散点图的演化过程。根据转

换发生的形式，时空跃迁可分为四种类型：类型Ⅰ、

类型Ⅱ、类型Ⅲ和类型Ⅳ，其中t和t+1表示不同的

时间点。类型Ⅰ描述的是某个省、市、自治区的跃

迁，而其相邻省、市、自治区仍然处于之前的象

限，包括HHt→LHt+1、HLt→LLt+1、LHt→HHt+1和

LLt→HLt + 1。类型Ⅱ描述的是某个省、市、自治区

仍然处于之前的象限，而其相邻省、市、自治区出

现了跃迁，包括H H t→ H L t + 1、H L t→ H H t + 1、

LH t→LL t+1和LL t→LH t+1。类型Ⅲ描述的是某个

省、市、自治区及其相邻的省、市、自治区都向不

同象限的跃迁，包括HH t→LL t+1、LL t→HH t+1、

HLt→LHt+1和LHt→HLt+1。类型Ⅳ描述了某个省、

市、自治区及其相邻的省、市、自治区都保持了之

前象限的稳定状态，包括HH t→HH t+ 1、HL t→
HLt+1、LHt→LHt+1和LLt→LLt+1。

S t=F0，t/n

F0，t

n

其中， 表示在t→t+1期间经历了类型Ⅳ跃

迁的观测次数， 为t→t+1期间所有跃迁次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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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Moran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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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S t

S t

0≤ ≤1， 越接近于1，表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效率的空间稳定性越强， 越接近于0，则表示空

间流动性越强。

表6描述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的Moran 散
点图在2016～2020年四个时间段内跃迁情况。在

2016～2020年，山东省、贵州省、河南省、重庆

市、河北省、辽宁省、安徽省、河南省都曾出现类

型Ⅰ的跃迁，其中重庆市连续出现3次，山东省也

连续出现2次，贵州省和河南省也出现2次跃迁。而

北京市、河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

省、云南省、青海省、河北省、贵州省都出现了类

型Ⅱ的跃迁，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连续四年间都在

发生跃迁，北京连续两年发生跃迁，广东省、云南

省也发生了2次跃迁。没有省、市、自治区发生类

型Ⅲ的跃迁，其余省、市、自治区基本为类型Ⅳ，

即没有发生跃迁。
 

表 6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时空跃迁演化
 

跃迁类型 2016～2017年 2017～2018年 2018～2019年 2019～2020年

类型Ⅰ

LH→HH: LH→HH: LH→HH: HH→LH:
山东省 河南省 河北省、重庆市 安徽省、河南省、重庆市

HH→LH: HH→LH: LL→HL: LH→HH:
贵州省 重庆市 辽宁省、贵州省 山东省

HH→LH:
山东省

类型Ⅱ

HH→HL: HL→HH: LH→LL: HH→HL:
北京市 北京市 广西省 广东省

LL→LH: LL→LH: LL→LH: LL→LH:
河南省 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云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HL→HH: LH→LL:
广东省 贵州省

LH→LL: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云南省、青海省

类型Ⅲ 无 无 无 无
类型Ⅳ 其余21个省、市、自治区 其余24个省、市、自治区 其余22个省、市、自治区 其余23个省、市、自治区

S t空间稳定性 0.7 0.8 0.73 0.77
 

观察东北三省可知，黑龙江省和吉林省2016～
2020年间稳定维持在LL，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辽

宁省在2018年由LL变为HL，说明辽宁省已经在加

强自身的创新效率，整体而言东北地区形成了低低

的强集聚区域。

中部省份中，江西省靠近东部沿海省份，湖北

高校较多且靠近河南省、重庆市等地区，所以两地

自身创新效率高的同时也被周围高效率省份包围，

五年间稳定维持在 HH。安徽省在2016～2019年都

属于HH，但在2020年自身创新能力不够，变为

LH。湖南省五年内维持在LH，说明虽然被高效率

省份包围，但是自身的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河南省则在这几年间变化较大，时而受到周围省份

的影响变化，时而自身的创新效率也发生变化，因

此在五年间经历了LL、LH、HH和LH的跃迁。

东部沿海地区，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和福建省五年间稳定维持在HH，说明整体发

展态势良好。山东省在2016～2017年发生LH向

HH的跃迁，而2018～2019年又出现HH向LH的跃

迁，表明其创新效率有时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广东

省有时会受到周围地区的影响，发生HH变成HL的
跃迁。而海南省是东部地区中比较经常出现LH甚

至LL，可以向其他省份学习，努力通过吸引人才、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来提升创新效率值。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

州省和重庆市这四个省、市、自治区在这五年间发

生了不止一次的时空跃迁。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一直在LH和LL两个象限中来回跃迁，这主要是

因为它们处于科技创新政策效率较高区域与较低区

域之间，也有可能是它们周围省、市、自治区的科

技创新政策效率波动较大，所以使得它们在不断

跃迁。

S t

而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在2016～2020年则在

同一个类型内没有变化，2016～2020年的四个时间

段内 在0.7~0.8之间，波动不大，说明我国科技创

新政策效率整体空间稳定性较强，空间分布具有一

定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效应。

 四、结论与建议

利用三阶段DEA计算了2016～2020年中国30个
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再运用

ESDA方法对各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创新政策效

率的空间差异和演化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

差异，由东到西，综合技术效率呈现出由高到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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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这说明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效率的区域差

异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关，这表明为了

提升整体科技创新政策效率，解决区域差异，平衡

区域发展是首要问题。

第二，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科技

创新政策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集

聚效应在不断强化，但局部地区空间差异显著。而

局部Moran散点图则反映了中国30个省、市、自治

区的科技创新政策效率呈一定的集聚形式，形成了

东部HH集聚和西部LL集聚两种空间集群。东部地

区的HH集聚越来越显著，且HH集聚区域逐步由东

南沿海省份向邻近中部省份扩散，而西部地区的

LL集聚区域却还未呈现缩小的趋势，东西部差距

进一步拉大。

第三，时空跃迁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效

率的空间差异和演化情况。大部分省、市、自治区

在这五年间都比较稳定，部分省、市、自治区发生

了类型Ⅰ、类型Ⅱ跃迁。这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政策

效率整体空间稳定性强，处于比较良好演进状态，

但也有极小部分地区的效率空间稳定性弱，且效率

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区域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

本文的政策启示：一是要因地制宜，考虑区位

因素、集聚类型和空间依赖等地理条件，对不同的

区域制定差异化的科技创新政策引导区域科技创新

的协调发展。东部地区继续发挥经济、人才和地理

区位的优势，促进科技创新政策效率不断提高的同

时，发挥强势效率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使科技创

新溢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和扩散；中部地区

鼓励自主创新，利用靠近东部地区的邻近优势继续

扩大与东部省份形成的高高集聚区域；西部地区和

东北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坚

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推进结构性改革。

二是要加强省域和区域之间的交流互动，减少知识

交流的阻碍。政府应该鼓励跨省或跨区域开展信

息、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交流与共享，特别是西部

地区要与东部地区进行更加紧密的交流和合作，积

极借鉴最新的技术和成功的经验，创造良好的条件

吸引人才流入，逐步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政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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